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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白由论战
二十年代一次孽大的思想文化之争

杨 天 宏

讷 容提要 “信教自由论战”是发生在 zO世 纪⒛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
次重要论争。这次论战以思想文化界著名人物陈独秀、蔡元培、吴虞等人为一方 ,以周

作人、钱玄同等人为另一方 ,双方就非基督教运动是否符合宪法
“
信教自由

”
原则以及

相关的各种问题展开了论辩,在 中回思想界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本文对此次论战的起

因、论战内容及论战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作了探讨。

关键词 信教自由论战 陈独秀 周作人 非基督教运动

19″ 年春 ,中国思想界左翼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
“
非基督教运动

”
。这场运动吸

引了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富有影响的知识界精英和为教众多的青年学生。然而 ,与新文化运动中

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一致反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要求以科学民主来构筑现代中国社

会意识形态的大厦不同,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一些在新文化运动中颇负盛名的知识分子公开站在

运动对立面 ,以维护宪法
“
信教自由

”
原则为由,批评非宗教大同盟的言行 ,挑起了一场激烈的思

想论战。这场论战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巨大影响 ,成为堪与
“
社会主义论战

”
、
“
问题与主义之争

”

及
“
科玄之争

”
相提并论的一次论战:然而 ,学术界对其它几次论争作了充分的研究 ,对“信教自

由
”
争论的研究则付之阙如 ,这无疑是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本文拟对这场论争作一具

体考察 ,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19zz年 3月 下旬 ,正当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兴起 ,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面临自义和团运

动以来最为猛烈的冲击之时 ,以周作人、钱玄同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公开了其反对派的立

场。在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刊布之后 3日 (3月 24日 ),钱玄同即致书周作人 ,认为宣言有
“
改良拳

匪
”
的味道 E1彐 q3月 29日 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 ,批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采用陈旧威严

的声讨语气 ,使人
“
感到一种压迫与恐怖

”Ez3。 3月 S1日 ,由周作人执笔 ,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

马裕藻联衔的
“
北大五教授巛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公开发表 ,宣言全文如下 :

口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 ,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 ,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
仰 ,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 ,除去法律制裁的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 ,知识阶级的人 ,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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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遵守 ,至少亦不应当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 ,表示反对 ,特此宣
古  E8彐

人所共知 ,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是富有影晌力韵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他们的宣言发表后 ,

立即在思想界激起一阵波澜 ,一些人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针对周作人等人的宣

言 ,非示教大同盟进行了反击。4月 2日 ,陈独秀致函周作人指出 g“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

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者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
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算不得什么,象这样指斥宗教的举动 ,在欧洲是
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许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

”
陈独秀强调指出 ,非基督

教运动只是
“
私人
”
表示的
“
言论反对

”
,与政府的法律制裁有别 ,谈不上破坏信仰自由。现在非基

督教青年开会 ,“已被捕房禁止
”
,这说明基督教自有

“
强有力的后盾

”
,用不着他人去为之要求。如

果五教授真的尊重自由,就应该
“
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E4]。
4

月 6日 ,周作人复信陈独秀 ,表示了他对
“
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

”[5]的担忧。11日 ,陈独秀将致五

教授的信公诸报端 ,周作人也将其复陈独秀的信在报上公开 ,并同时发表了《思想压迫的黎明》一

文。文章重申了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理由,认为对于人的信仰 ,只能靠启发人的知识 ,“使他自主

的转移
”
,而非基督教运动的倾向却

“
偏重社会势力的制裁

”
。周作人指出 :

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并不是拥护宗教的安全,乃是在抵抗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威胁,因为我们相信这干
涉信仰的事情为日后取缔思想的第一步。⋯⋯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中国的政府连自己存在的力量

还未充足 ,一时没有余力来做这些事倩 ,将来还是人民自己凭借了社会势力来取缔思想 ,倘若幸而这是
“
杞

人之忧
”
,固然是最好的事 ,但我却很深切的感到这危机是不可免的了 ,所以我希望以

“
保护思想自由为回

的
”
的非宗教者由此也得到一点更深切的反省。Es)

耐人寻味的是 ,《主张信教自由宣言》虽由北大五位教授联名发表 ,但除了周作人之外 ,其他
几位教授似乎都不愿意过深的卷入这场论争。在论战中,钱玄同曾致书周作人 ,认为论争的信件
没有必要公开发表 9以免

“
遭到许多不相干的人的口舌来

”[7彐 。由于钱玄同等人怀有顾虑 ,所以论

战初期周作人几乎是单枪匹马披挂上阵的。相比之下 ,彐 u宗教大同盟方面言论步调则颇为整齐划
一。北大五教授宣言显然触动了此间众怒 ,不仅陈独秀亲自出面与周作人反复辩难 ,其他非宗教

同盟领袖人物如蔡元培、吴虞等也都公开著文或发表演说 ,申论自已的意见。在 4月 9日 北京非

宗教大同盟召开的演讲会上 ,蔡元培即针对周作人等人的《宣言》指出:“有人疑惑,以为这种非宗
教同盟的运动,是妨害

‘
信仰自由’的,我不以为然。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若是非宗教同

盟的运动,是妨害
‘
信仰自由’,他们宗教同盟的运动(指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运动——引者),倒

不妨害
‘
信仰自由’么?” E:]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 ,此时他依然宝刀未老 ,锋

芒毕露9为了
“
回答约法信教自由一条

”
,他发表了题为《

“
信教自由

”
是什么》的著名演讲。吴虞指

出,信教自由虽然载在约法,但中国的约法早已被军阀政客
“
腰斩凌迟

”
,约法的本体及精神

“
早已

抛之大海
”
,在这种情况下,拿约法来拥护宗教 ,实在是

“
无聊
”
。吴虞演说辞中一个颇有特色的地

方在于他对
“
信教自由

”
宪法原则的产生及其适用范围所作的解释。他认为这一原则是在欧洲宗

教战争之后,人民为反对政府强迫人民信奉或不准信奉某种宗教而制定的,因此 ,“信教自由四个
字,是人民对于政府的要求 ,不是人民对于人民的要求

”
,在人民内部 ,“他有信宗教的自由,我也

有非宗教的自由,彼此都不能强制
”。E9)

在双方口笔之战进行得难解难分之时,常乃德、张东荪等人赶来助阵,成为北大五教授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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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支持者。4月 12日 ,常乃德在《时事新报涓刂刊《学灯》上发表了题为《对于非宗教大同盟

之诤言》的长文。常氏认为 ,照 目前群众在运动中的
“
狂热
”
看来 ,不免使人为

“
思想界前途的自

由
”
问题深感忧虑。他在文章中对非基督教运动提出了 32个置疑 ,并从在个方面说明了非宗教同

盟的
“
态度不妥

”
。常氏认为 ,非宗教同盟标榜以科学反宗教 ,但其运动手段却夹杂有

“
感情的主观

态度
”
,没有
“
完全依据客观的真理

”
,其反教言论让人感到

“1900年拳乱时代士大夫的脑筋”又出

现在
“
自命为拥护科学真理的知识阶层中

”
,因而他不能不对非宗教同盟提出忠告 E1° ]。 张东荪则

发表了题为《非宗教同盟》的评论。他认为中国是
“
富于多神教的

”
、
“
富于迷信的

”
国家 ,中国问题

的当务之急是
“
竭力破除不属f任何宗教的迷信”。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否定非基督教运动 ,但他显

然认为非基督教运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
彐。

在非宗教同盟一边 ,除了陈独秀、蔡元培、吴虞等人之外 ,张闻天、左舜生、沈雁冰、汪精卫、张

耀翔等人亦撰文参与论战。由于众多颇具声望和影响的学者卷入其中,这场关于
“
信教自由

”
的论

战很快升级并白热化。然而 ,也许是接受了钱玄同的劝告 ,也许尚存在其它未便宣示的理由,在 4

月21日 陈独秀写了《再致周作人先生信》之后 ,周作人等人便没有再著文辩驳。尽管如此 ,由北大

五教授发难掀起的这场论战并没有因此曲终人散。在周作人等默不作声之时 ,一位更有影响的人

物——梁启超站到了论战的前台。

梁启超在非基督教运动初起之时一直冷眼旁观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4月 16日 ,当
“
信教自

由
”
论战接近尾声之时 ,梁启超应哲学社之邀发表了《评非宗教同盟》的演讲。梁氏之演说措辞婉

曲。他承认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是
“
国民思想活跃的表现

”
,是
“
国民气力昂进的表征

”
,但他的演

说的基调则是反对非宗教同盟运动的。梁启超自称
“
爿H卜宗教者

”
。他明确指出 :“在我所下的宗

教定义之下 ,认宗教是神圣的,认宗教为人类社会有益且必要的事物
”
。因为大千世界纷繁复杂 ,

科学理性并不能包罗一切 ,人除了理性之外 ,尚有情感 ,宗教乃情感的产物。
“
要用理性来解剖他 ,

是不可能的
”
。梁启超指出,除非非基督教运动是一次追求信仰目的本身的宗教运动 ,而不是实现

“
别的目的的一种手段

”
。否则他将不会对之表示

“
敬重
”
。梁启超还特别就各地非宗教同盟发布

的反对基督教的电文发表了一番评论 ,认为这些文字
“
客气太盛

”
,掩盖了
“
恳切严正的精神

”
,读

后容易使人把它同《驱鳄文》、《讨武檄》一类文字产生联想。充斥于电文中的
“
灭此朝食

”
、
“
铲除恶

魔
”
一类话语 ,“无益于事实 ,徒暴露国民虚骄的弱点 ,失天下人的同情。至于对于那些主张信教自

由的人加以严酷的责备 ,越发可以不必了
”
。他希望非宗教同盟人士对此

“
有一番切实的反

省
”E】四。梁启超的这篇演讲稿于 1922年 6月 刊登在《哲学》杂志第 6期上。同期《哲学》还登载了

傅铜所写的一篇批评非基督教运动的文章 E13彐 。梁、傅二人的文章发表后 ,非宗教大同盟方面没有

再事申辩。于是 ,由周作人等北大五教授《宣言》引起的
“
信教自由论战

”
在经历近两个月的口笔交

锋之后 ,终于落下了帷幕。

“
信教自由论战

”
是继
“
问题与主义论战

”
及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之后中国思想界正迅速向不

同政治文化方向分化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直接交锋 ,它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 ,应该看到 ,这场论战与⒛世纪⒛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出现

的分歧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之后 ,国际政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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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展示在中国人眼前 ;另一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

又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

择上产生了新的分歧。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一批人选择了社会主

义的方向。而梁启超、张东荪等
“
研究系
”
人物及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试图阻扼社会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他们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视为
“
过激主义

”
,认为
“
过激主义产于俄 ,传于德 ,今则

浸浸而播至英、法、日
”
,就象
“
西班牙伤风症

”El妇一样传遍世界。由于两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分

歧日益明显 ,难以弥合,1919年 至 1921年之间,终于引发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
“
问题与主

义
”
之争和
“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
。两次论战形式上争论的是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有关的问题 ,

实质上却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和改良两种不同政

治道路的选择。这两次论战虽然均以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缩小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

想政治影响而告结束 ,但存在于左翼知识分子与其它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这种巨大的思想政治差

异并没有消隙。由于非基督教运动并不是单纯反教 ,在这场运动中,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

作
“
资产阶级侵略的先驱

”
,“资本家的走狗

”
来批判的 ,因此 ,在前两次论战中争辩的问题便有可

能再度触动有关人士敏感的政治神经并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双方论战进入高潮时 ,钱玄同曾

致函周作人 ,其中一段话颇能反映
“
主张信教自由

”
者的动机 :“我们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

‘
中

国列宁
’
的言论 ,直觉害怕 ,⋯⋯这条

‘
小河’,一旦

‘
洪水横流 ,泛滥于两岸’,则我等

‘
栗树
’‘
小草
’

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 ,而且这河恐非贾让所能治 ,非请神禹不可的了。
’’E1闸 由于心怀

“
杞忧
”
,所

以,当看到非基督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手段 ,钱玄同等人自然要挺身而

出,竭力反对。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认为非基督教运动中关于
“
信教自由

”
的论战 ,是此前的

“
问题

与主义之争
”
及
“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
在-个新的领域里的延伸和扩大。只要中国知识分子关于

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没有最终解决 ,这类争执将免不了会再度出现。

其次 ,还应当看到 ,有关
“
信教自由

”
的论战是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解体分裂的结果。以《新青

年》编辑部同人及主要撰稿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为例。人所共知 ,作为《新青年》编辑部成员或主要

撰稿人 ,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周作人、鲁迅、吴虞、刘半农等人在反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

统文化 ,宣传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中密切合作 ,建立了一定的情谊。然而 ,在
“
问题与主义之

争
”
之后 ,《新青年》同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先是陈、胡二人关系日渐疏远 ,接着钱玄同以不

便介入陈、胡之争为借口,不再给《新青年》投稿。因《新青年》第 8期改由陈独秀
一
人在上海编辑 ,

周作人等人开始表示不满。在《新青年》为陈望道主持 ,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支配的刊物后 ,钱

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都
“
噤口不言

”
。《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之间这种日渐疏远的内部关系使陈

独秀一度感叹不已,认为
“
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

”
。n6]周作人与鲁迅更是敏锐地感到 :“现

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 ,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
”
,因此主张

“
不如任他分裂

”
。[】 7]

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内部关系的破裂 ,为
“
信教自由论战

”
的展开提供了-定的条件 ,使本来碍

于内部关系而未便公开发表的文字可以直接了当地宣示出来。以陈独秀和周作人的关系为例 ,我

们知道 ,新文化运动中二人私交甚好、过从密切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上的不同选择而逐渐疏远了

彼此关系,陈独秀当不至于在论战中毫无顾忌地说出周作人
“
向强者献媚

”
这类不仅在政治上对

敌、而且也完全了却了私谊的人才说得出的话。

当然 ,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在思想政治上的分歧并没有到达如此严重地步 ,以致于论战双方在

价值取向上泾清渭浊、界线分明,在彼此关系上则判若楚越、相互隔绝。⒛ 世纪 ?0年代初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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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传入中国未久 ,虽然象陈独秀、李大钊一类知识分子能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 ,虽然象

梁启超、张东荪、胡适这类在政治上敏感的知识分子能嗅出科学社会主义毕竟不是他们乐于接受

的社会理论和价值体系 ,但是多数知识分子都未能对形形色色的
“
社会主义

”
作出科学与否的判

断。因此 ,尽管
“
信教自由论战

”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因政治思想分歧导致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

内部分裂 ,也没有理由断言 ,站在非宗教同盟一边与周作人等论辩的人都是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想

家。事实上 ,非宗教同盟是不同阶级、社会团体和党派的集合体 ,它不仅有复杂的人员构成 ,也有

多元的思想构成。象蔡元培、李石曾、王星拱、吴虞、汪精卫等人 ,其党派和信奉的思想主义与陈独

秀、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同的。但是 ,至少在 1924年以前 ,蔡、李、王、吴等人尚未

表现出明显的排拒科学社会主义的倾向。恰恰相反 ,由于共产党人积极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

传 ,没有过分强调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口号 ,这就使他们同共产党人有了在反教旗帜下结盟的可

能。而一旦他们彼此结盟 ,这个同盟的言行也或多或少会染上布尔什维色彩。这样 ,关于
“
信教自

由
”
的论战也就在所难免。
“
信教自由论战

”
是由周作人领衔发表宣言而挑起的 ,因此 ,除了对论战的原因作宏观的探讨

外 ,还有必要对周作人的思想动机作一番具体分析。

周作人之所以反对非基督教运动 ,原因首先在于他对基督教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好。周作人不

是基督徒 ,也不信奉任何宗教 ,但他对基督教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出于学习的需要 ,他
“
虽不是

基督徒 ,也在身边带着一册新旧约全书
’’E1:];出 于研究文学的需要 ,他认为宗教

“
是情感的产物 ,

与文学相类
”[1叼 ,因而主张研究文学的人须懂得宗教。他甚至认为 ,“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

想 ,差不多也都从基督精神出来
”E2四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家 ,他对宗教本不相信 ,但他又时

常以为宗教不可或缺。在《文学与宗教》一文中他写道 :“本来我是不信宗教的 ,也知道宗教是鸦

片,但不知怎的总还有点迷恋鸦片的香气 ,以 为它有时可以治病。
丬”]不仅如此 ,周作人在

“
泛论

中国事情的时候 ,也曾有这样的意见 ,仿佛觉得基督教是有益于中国似的
”匚22]。 1921年夏 ,周作人

在北京西山养病 ,写了几段《山中杂信》,其中一段谈其读英敛之所著《万松野人言善录》的感想 ,

颇能代表他对基督教的基本看法 :

我老实说,对于英先生的议论未能完全赞同,但因此引起我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

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

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E?31

由于周作人对基督教颇怀好感 ,对中国土生土长的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
“
多神教
”
怀有恶感 ,

因此 ,当看到非宗教大同盟存其所恶而去其所好时 ,他挺膺出面予以抵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作人发难抵制非基督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自由主义为其核心的人道主义思

想的作用和驱策。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便十分关注
“
人性
”
的发展 ,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

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周作人便指出,人高出于它动物的地方在于 ,他于
“
求生意志

’
I之

外 ,还要求
“
天赋之性灵

”
的自由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 ,月作人逐渐形成了以

“
立人
”
为中心的人

道主义。1922年前后 ,周作人发展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 ,使之形成了一个包括自由主义、个人主

义以及宽容精神在内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要求
“
思想文化的自由、多元发展

”
、

“
对异己思想的宽容

”
、
“
保护少数

”
为内涵的自由主义乃其核心。自由主义、人道主义

`个
性主义并

非周作人个人独有的思想主张 ,与周作人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具有这类思想主张。周作人这一

思想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发展了他在日本时期形成的反对
“
众志
”
压制的思想 ,把

“
民众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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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专制政府)、

“
外国人
”(列强)并列为摧残个性、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元凶。他说 :“我是不

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 ,

我就不能不否认。
”[24彐                               ∮

周作人的这种自由人道主义思想,势必使他在对个人信仰权利的认识上同非基督教人士发

生冲突。因为在周作人看来 ,信仰是个人的自由权利 ,而非基督教运动则逸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 ,

干涉了他人的自由。1927年他撰文回忆非基督教运动时,再次申明了自己的主张 :

192z年春间中国发生非宗教大同盟 ,有
“
灭此朝食

”
等口吻 ,我看了不以为然 ,略略表示反对。⋯⋯我以

为宗教是个人的事情 ,信仰只是个人自由的行动之一 ,但这个自由如为政治法律所许可保护 ,同时也自当受

他的节制。⋯⋯我不是任何宗教家 ,所以并不提倡宗教 ,但同时也相信要取消宗教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

只想把信仰当作个人的行动之一 ,与别的行动一样地同受政治法律的保障与制裁 ,使他能满足个人而不妨

害别人。E25彐

由于周作人认为非基督教运动妨害了他人的信仰自由,有违他信奉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所以他

才会加以抵制 ,他发表《信教自由宣言》的目的 ,是为了维护他认为已为法律认可的人的信仰自由

权。

此外 ,周作人的自由人道主义思想还必然使他将非基督教运动当作与
“
政府
”
、
“
外国人
”
一样

可以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
“
群众运动

”
而加以反对。周作人主张研究宗教 ,但却反对以

“
群众运

动
”
的方式来攻击基督教。他认为 ,非基督教运动的倾向

“
不免在偏重社会势力的制裁

”
。这种制

裁就是
“
众志
”
压制 ,它预示着

“
思想压迫的黎明

”
,使人感到

“
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

”E2硐 。为

了防患未然 ,他不顾
“
为世诟病

”E27],领衔主稿 ,发表宣言。其所言虽系杞忧 ,却也符合他一贯的思

想主张。

除了自由人道主义思想的驱策之外 ,周作人反对非基督教运动尚与他对这场运动性质的错

误判断有关。非基督教运动是以科学理论为武器而开展的一场反教运动。各地非宗教同盟都声

称 ,他们之所以竖非宗教旗帜而主要反对基督教 ,是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与影响最大 ,且其

传教活动与列强对华政治经济侵略结伴而行 ,非它教所能比拟。但是在月作人看来 ,这场运动
“
若

是非一切宗教 ,那也还有风趣 ,还说得过去
”
,但
“
若是只非一派的宗教 ,而且以中外新旧为界 ,那

么这只是复古潮流的一支之表现于宗教方面者罢了
”
。他举例说 ,“同善社

”
等用作 Shamanism意

义的道教的复活 ,为人所共知 ,却未见非宗教同盟
“
以一矢加遗

”
;孔教也将复活 ,“非宗教家与反

孔先生于意云何
”?据此 ,他作出了

“
中国的非宗教运动即为孔教复兴之前兆

”[2刚这一耸人听闻的

预言。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之后仍然坚持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战斗方向,时刻警惕封建

主义传统文化卷土重来 ,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 ,他把非基督教运动中揭橥的民族主义理解

为传统文化复活 ,把“反帝
”
与反封建放在截然对立的位置 ,则显然是对非基督教运动的-种误

解。不幸的是 ,这种误解 ,却成了他反对非基督教运动 ,挑起
“
信教自由论战

”
的一大原因。

从以上对于
“
信教自由论战

”
原因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出这场论战的性质颇为复杂。一方

面 ,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
“
问题与主义之争

”
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在如何选择改造中国

社会的方法和道路上形成了明显的思想政治分歧 ,因而带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激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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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之争的性质。另一方面 ,由于
“
信教自由论战

”
乃因宗教而起 ,并与教会

方面同非基督教人士的论辩相辅而行 ,它又或多或少染上了
“
教俗之争

”
的色彩。周作人等人并非

教徒 ,他们曾多次声称
“
不拥护任何宗教

”
。但是 ,如前所述 ,他们在情感上对宗教具有一定程度的

偏好 ,对于基督教 ,他们更是认为利多弊少。他们在论战中发表的言论与教中人士的翼教言论如

出一辙 ,明显的反映了教会人士的愿望和利益。正因为如此 ,他们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抵制才会受

到教会方面的高度评价
E29彐 。

由于
“
信教自由论战

”
性质复杂 ,因雨增加了对这场论战是非判断的难度。很明显 ,简单的是

非判断将不足以让人心悦诚服。事实上 ,从论战双方的言行来看 ,应该说是各有是非。从非宗教

同盟方面讲 ,陈独秀等人坚持维护科学真理 ,主张破除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宗教神话 ,无疑具有思

想启蒙的积极意义。此外 ,非宗教同盟抓住基督教与列强侵华的内在联系 ,从民族主义立场反对

基督教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 ,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 ,非基同人显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复杂性

缺乏全面的认识 ,以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其骨干力量的非宗教同盟在论战中亦暴露出
“
左
”
倾幼稚的弱点。比如 ,他们将宗教与现代社会生活截然对立 ,发表

“
有宗教可无人类 ,有人类

应无宗教 ,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E:°]~类的极端言论 ,这不仅在理论上使自己丧失了科学的立足

点 ,而且也因有悖事实、难以申论辩驳而使自己处于十分局促的地位。从周作人等反对派方面来

看 ,他们把群众运动视为洪水猛兽 ,这无疑暴露卞贵族化、绅士化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固有

的思想政治立场 ,他们对
“
中国列宁

”
言论的极力排斥 ,则更是暴露了他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的恐惧心态。这些都是应当否定的。但是 ,周作人等人坚持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传统 ,担心传统

的专制主义文化在新的形势下卷土重来 ,这对反封建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中国 ,恐怕不能说没有

一点现实的意义。他们所揭示的非宗教大同盟仅仅反对基督教这一逻辑上不
“
周纳
”
的现象也确

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他们对非宗教大同盟某些偏激言论的批评 ,亦不无中肯之处。此外 ,如果

不是局限于一时一事 ,而是根据当时乃至尔后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作深层次的思考 ,周作人等主张

宽容精神 ,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信仰及
“
自由思想

”
的压抑 ,也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皈。

然而 ,尽管在论战中双方各有是非 ,但却没有理由认为 ,双方的是非可以等量齐观。虽然周作

人等反对派在论战中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思想命题 ,但是从根本上讲 ,他们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判断

是错误的。他们抓住运动中一些过激言论大做文章 ,却忽略了这场运动宣传科学民主以及抵御帝

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大方向。他们不知道在非基运动中青年学生
“
发些狂思想

狂议论
”
,也许正是青年

“
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

”
。因此 ,如果在研究

“
信教自由论战

”
时 ,对以

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方提出更多的批评 ,应当不是有违公允的。

有关
“
信教自由

”
的这场论战对非基督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 ,在论战中双方就众多思想政治问题展开的讨论 ,拓展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论域 ,加

大了这场运动的思想力度。非基督教运动虽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思想酝酿 ,但这场运动的思想准

备并不充分。象宗教批判是否有违
“
信教自由

”
的宪法原则、信仰自由与思想言论自由的关系等问

题 ,在 1922年春运动发生之前 ,并没有人提出来探讨过 ,而这些问题又是非基督教运动无法规避

的问题。在论战中,非基督教人士就这类问题反复申论辩驳 ,在回答宗教批判是否违背宪法原则

时 ,他们明确提出了
“
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

顷31]这一重要的思想命题 ,极大地丰富了国人

对
“
信仰自由

”
宪法原则基本内涵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非宗教同盟人士甚至直接否定中华

民国的
“
约法
”
本身 ,将问题的讨论摆在完全不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之上。吴虞在《

“
信教自由

”
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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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文中指出 :

我对于中国的法律 ,向来不信任。
“
法律是什么东西

”?是众人规定的吗?是少数几个人规定的吗?是全

部有效力的吗?是一二条有效力的吗?·⋯⋯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信任法律 ,为什么说
“
法律是什么东酋

”
,

我可以明白回答他:法律是助政治家、军阀、资本家为恶的,法律是杀人是抢人家的钱的。至于中国的约法 ,

更可怜了。⋯⋯中国约法第二章
“
人民权利
”
早等于零 ,不过政治家和军阀 ,断章取义 ,⋯⋯他们把一部约法 ,

早已腰斩凌迟 ,约法的本体、约法的精神,早 已抛之大海,试问没得
“
人民权利

”
的约法 ,还叫约法吗?匚

g2]

吴虞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并不是最激进的成员 ,沈玄庐、张秋人、汪精卫、
“
赤光
”
等人与他相较 ,均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军阀政权统治的法律依据 ,及规定
“
信教自由

”
原则的约法本身的大胆否

定 ,突破了初期的运动仅仅批判基督教、斗争矛头仅仅指向外来势力这种以
“
中外新旧为界

”E3J

的状况 ,使非基督教运动带有了一定的反对国内军阀政客专制统治的性质。

此外 ,在
“
信教自由

”
讨论中,非基督教人士将

“
信教自由

”
与维护
“
天赋人权

”
联系起来加以讨

论 ,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非基督教人士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立场 ,维护人权 ,维护思想言论自由。他们认为 ,“现今各种宗教 ,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 ,用诡诞

的仪式 ,夸张的宣传 ,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 ,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

的精神界 ,可算是侵犯人权的。
”E34彐 由于思想言论自由是

“
人权
”
的核心内容 ,而这一自由又每每

与
“
信教自由

”
发生冲突 ,因此 ,在论战中,非基人士都极力呼吁思想及言论自由。他们认为 ,“要思

想自由,就不该信宗教。既已信了宗教 ,就受上帝的范围,哪里还有思想的自由?” L:5彐 只有在人人

的灵明都脱出宗教的范围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 ,思想自由,才能存在。
’’Es闭这种对于资产阶

级自由人权的呼吁,无疑强化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力度 ,为之秉赋了反对由教会 (也包括染上

了资本主义色彩的新教教会)沿袭下来的中世纪封建主义余毒、传播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启蒙运

动的性质。

其次 ,关于
“
信教自由

”
的论战还促成了非基督教阵营的自我反省,为第一阶段的非基督教运

动始终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保证。周作人等所陈述的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理由尽

管不一定能成立 ,但是 ,他们对运动中某些偏激言论的批评并非一无是处 ,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

业已形成的声望和地位也非非基督教人士所能漠视。因此 ,当《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发表后 ,在坚

持用科学真理批判基督教的大前提下 ,非基督教人士也开始注意斗争方式的选择 ,尽量避免给人

造成
“
偏激
”
印象。1922年 4月 4日 ,王星拱、昊虞、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金家凤、肖子升等 12

人发表了《非宗教者宣言》。这篇被称为
“
非宗教大同盟第二次宣言

”
的文字 ,“于耶教学生同盟 ,不

再作勹匕战的反对
’
的话
”[37],而是以平情说理的口气 ,申述自己的主张 :“我们反对宗教的运动 ,

不是想靠一种强有力的势力压迫或摧残信仰一种宗教的人们 ,乃是想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阐明宗

教束缚心灵的弊害 ,欲人们都能依自由的判断 ,脱出他的束缚与蒙蔽。
’’E3硐 内容与语气 ,均与第一

次宣言迥然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 ,陈独秀的主张也发生了变化。陈独秀在论战之初是非宗教同盟方面的主将 ,

或许因为第-步走得太远 ,或许因为他未正式加入非宗教同盟 ,他没有在《非宗教者宣言》上签
名。但事实上 ,陈独秀亦有所反思 ,并很快回到自己在五四前后冷静、理智、对基督教与教会分别

看待的立场
:39彐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例证。人所共知 ,广东是非基督教运动进行得颇有声势的一

个省区,也是各个地区中相对激进的地区。然而 ,当广东的运动有可能朝着一个更为激进的方向

发展时 ,站出来泼冷水的不是别人 ,恰恰是陈独秀。1922年 5月 zO日 ,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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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一文。尽管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声明

了他
“
对于学生界非基督教运动

”“
十分赞同

”
的十条理由,但他对采取

“
群众运动

”
的方式来批判

宗教 ,仍
“
不无怀疑之点

”
:“试问主张非宗教同盟诸人 ,是否都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一概取怀疑的态

度而无诚笃的信仰?研究及分析这样复杂的问题 ,是大学校研究室之事 ,若拿他做群众运动的目

标 ,实在要令人迷惑。”
[‘ 0]

此外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亦多少改变了激进的思想言行。1922年 4月 10日 ,广东非基督教

学生同盟致函执信学校学生 ,内有
“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系反对基督教 ,并非反对信教个人 ,公谊

私情 ,两不背谬
”
,及
“
反对之手段 ,系采取从理论上辩论文化上宣传 ,并非雌雄快意 ,越轨举

动
”E±】]等语。此函不先不后 ,恰与非宗教同盟第二次宣言刊载于同一天的广东报刊 ,“亦事之至耐

人寻味
’’E42彐者。

由于坚持了理性的立场 ,在第⊥阶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反教人士虽然不无言辞过当之处 ,

但行动则始终没有越轨。非基督教运动反对的直接目标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 11次大会在清

华召开。但是 ,即便是在得到天下云集响应的形势下 ,反教人士也仅仅是发表宣言、通电、演讲 ,而

没有冲击和干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对于同年 5月 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 ,非宗教

大同盟也能采取宽容的态度。事实证明,至少在运动第一阶段 ,非基督教人士已经用理性的思考

和有克制的行动将自己与庚子事变中激于义愤而依恃
“
神术
”
排外的义和团众划清了界线。也许 ,

这对于扩大运动的社全基础有些南辕北辙 ,然而 ,正如陈独秀为之困惑的那样 ,对于宗教的界说

及其社会功能判断这样复杂的匪夷所思的问题 ,究竟是不是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所能解答的呢?

时至今日,答案应该明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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